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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义协调管理作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维度， 认为对话中的人在共同建构他们所处的社

会现实时， 也被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所改变。 人们在对话过程中创制了两个基于 “行为” 和 “语言” 为材

料的文本， 即 “现实故事” 和 “讲述的故事”。 在同一对话过程中， 这两个故事文本既缠绕在一起， 又保

持一定的 “张力”。 “现实故事” 和 “讲述的故事” 之间存在的 “张力” 就是实施意义管理的重要动因。

意义协调管理虽然是少数几个明确以 “传播” 为基础的理论之一， 但该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重视，

由此， 尝试从理论内涵、 实际应用、 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等四个维度来勾勒其学术概貌， 以期丰富传播学

的研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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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协调管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以下简称 ＣＭＭ） 作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

维度， 在家庭医疗、 公共交流、 跨文化对话等多个领域得以运用。 然而， 该理论虽然是少数几个明确

以 “传播” 为基础的理论之一， 但其在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理论研究和实践运

用都存在一定的欠缺， 尤其是国内有关 ＣＭＭ 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 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外 ＣＭＭ 的

理论梳理与评述， 为国内的人际传播、 公共传播、 健康传播、 跨文化传播等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

鉴与参考的理论视角， 以此丰富传播学研究的理论维度与话语层次。

一、 ＣＭＭ 的理论内涵

对话作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一种交往策略与基本方式， 已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 为了能够

准确理解对话这一表述行为究竟传递了何种内容、 产生了什么意义， １９７８ 年， 美国学者巴尼特·皮尔

斯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Ｐｅａｒｃｅ） 和弗农·克罗嫩 （Ｖｅｒｎｏｎ Ｃｒｏｎｅｎ） 提出了意义协调管理 （ＣＭＭ） 理论， 并在 １９８０

年出版的 《传播、 行为与意义： 社会现实的创造力》（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述。 ＣＭＭ 理论认为， 在人际沟通过程中， “处于交际对话的

双方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固有的认知方式来解读对方语义， 以此相互影响并创造一个渐次达成共识的对

话环境。” ［１］（１８３）在这个意义协调的过程中， 处于 “对话” 状态的人在共同建构他们置身的社会现实时，

也被他们所创造 （想象性、 虚拟性） 的世界所改变。［２］（６７） 人们在对话过程中创制了 “现实故事” 和

“讲述的故事” 两个基于 “行为” 和 “语言” 为材料的文本。 在同一对话过程中， 这两个故事文本既

相互缠绕， 又保持一定的 “张力”。 “现实故事” 和 “讲述的故事” 之间存在的 “张力” 就是实施意义

管理的重要动因。［２］（７３）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与理解 ＣＭＭ 理论， 需要从以下三个叙事维度来进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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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

（一） “对话” 中的人

ＣＭＭ 理论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交流与沟通的一种理论向度， 它的首要的、 基本的关注对象是处于

特定对话中的人。 该理论关注的是 “自我、 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它解释了个体如何把意义赋予特定的

讯息。” ［３］诚如菲利普森所言， “ＣＭＭ 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个体及其与社会关系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对

话中的） 人的主体价值被激活。” ［４］ 人是生产讯息、 连接关系、 创造意义的核心主体。 只有在人的作用

下， 对话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得到彰显， 从而更好地塑造和维系社会关系。 皮尔斯说过： “人际沟通塑造

了对话双方自身的价值， 并据此确立了彼此的关系。” ［５］ 换言之， 人是实现沟通和对话的根本性前提，

而沟通和对话又是检视人的价值 （自我价值、 社会价值） 的最优方式， 二者相辅相成。

　 　 倘若没有人这一核心主体的介入， 不仅无法构建对话情境， 更无法产生作为 “交流” 的意义。

ＣＭＭ 是基于人类创造社会实在这个假设才得以形成的理论体系。 任何社会存在都是个体对意义和行动

的理解， 这种理解依赖于人际互动 ／ 交往 ／ 传播的形成。 也就是说， 个体的内容生产需要经由与他人的

交流与沟通才能创造理解的意义。 交流与沟通作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一种 “对话”， 它是个体属性在特

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一种表征方式。 正是由于这种人际关系的存在， 才可能进行意义的生

产与创造。

如果单从对话的角度来看， 对话是两个不同主体的意义交流。 但是 ＣＭＭ 理论认为， “对话” 的人

不局限于我们通常意义理解的两个人， 而且还包含对多元世界充满好奇的 “社会建构者”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ｓ） 。［２］（８０）ＣＭＭ 理论研究者把自己视为社会建构者， 他们是对话过程中的参与者， 而不是旁观

者。 当然， 他们对 “对话” 过程充满了好奇， 因为在他们看来， 任何一个对话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

性， 这种不确定性激发他们参与式建构对话情境的好奇心。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社会建构者才有 “兴

趣” 去探究 “对话” 过程、 本质与意义。

（二） 意义的等级

ＣＭＭ 研究者认为， 对话的过程存在着两个 “故事版本”， 即现实故事和讲述的故事。 现实故事就

是我们与他人共同建构的行为， 讲述的故事是用来理解现实故事的叙事。［６］ 讲述的故事存在着一定的主

观性， 由此它的解读版本也各有不同。 比如， 在一个三口之家， 丈夫 Ａ 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公务员、

妻子 Ｂ 是从事文艺批评研究的大学教师、 儿子 Ｃ 是在校大学生。 他们三人同时观看了央视春晚， 但他

们对春晚的解读却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Ａ 认为， 春晚是党和政府宣传方针政策的传播平台； Ｂ 并不认

同 Ａ 的看法， 她认为现在的春晚过多地融入了一些娱乐化元素， 成为喧嚣的娱乐场所， 存在诸多问题

亟待进一步改进； 在 Ｃ 的眼里， 春晚太庄重， 没有趣味。 “春晚” 作为一个现实故事， 在 Ａ、 Ｂ 和 Ｃ 的

各自讲述中具有不同的意义。 这种不同理解是皮尔斯和克罗嫩阐述的意义结构的差异。

皮尔斯和克罗嫩提出了意义的层级模型。 层级模型把意义的结构划分为六个层次： 内容、 言语行

为、 契约、 情节片段、 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 当然， 这六个层次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 高层次的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低层次的意义。［３］（１１５）在这个层级模型中， “内容是原始数据向意义转换的第一步； 言

语行为传递了说话者的意向并指明了说话的动向， 它是意义的第二层次； 契约是对话双方达成的一致

性意见， 它处于第三个层次； 情节片段有明确的开端、 发展和结局； 生活剧本是用来与他人进行意义

协调的一系列过去的或现在的情节片段； 文化模式是关于世界以及世界与个人的关系的图像。” ［３］（１１４－１１８）

而美国学者埃姆·格瑞芬 （ＥＭ Ｇｒｉｆｆｉｎ） 整合了 ＣＭＭ 研究者提出的意义模型， 提出了一个层级—蛇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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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模型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 Ｓｅｒｐｅｎｔ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２］（７４）

层级—蛇状模型

这个模型遵循了皮尔斯所倡导的在解释某一特定语言行为时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 格瑞芬提出这

个模式， 最初来源于一个特殊案例。 一对年轻夫妻安妮 （Ａｎｎｅ） 和彼得 （ Ｐｅｔｅｒ） 经常发生口角甚至动

手打架， 调解顾问乔纳森·谢洛尔负责对他们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 乔纳森·谢洛尔认为， 安妮

关心的核心是她的个人认同， 情节、 文化、 关系等其他语境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而彼得最关心

的是他们的关系， 其他因素则成为外部框架。 在他们的对话中， 任何一方所说的话都会影响到另一个

人， 他自己同样也会被另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 在层级—蛇状模型中， “言语行为”

是两个不同的人以一种动态的前后方式展现出来的蜿蜒的呈现方式， 这种方式并不容易预测。 行动的

展开是在各种层次的嵌套叙事或意义中可反复解释涉及交往的每个人的 “情境”。

（三） 意义协调

皮尔斯和克罗嫩认为， 现实故事与讲述的故事始终缠绕在一起， 但是它们之间却又保持一定的

“张力”，［１］（１７８）这种张力是对话中意义管理的基本动因。 正是有了这种 “张力” 所蕴含的矛盾、 冲突、

不确定以及双方获取意义的需求， 才促进了 “协调” 的产生。 在对话过程中实施协调是由于我们不得

不持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达到这样的调整， 从而促使对话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在关于意义协调

的探讨中， 皮尔斯指出： “协调容易， 描述协调难。” ［７］（３７）也就是说， 协调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很强的操作

性， 但想要把这一操作过程描述出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 理解协调的最好方法是观察现实

生活中的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对话关系。

当两个人在沟通与交流过程中， 其结合有三种可能： 达成协调、 没有达成协调或达到了一定程度的

协调。［４］我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艺术圣地， 因此日常生活的协调并不具有决定性，

它更多是促成了部分协调。 例如， 购买商品过程中， 讨价还价就是 “买者” 与 “卖者” 进行意义协调

的过程， 在卖者对某品牌的牛仔裤喊出 ５００ 元时， 对于 “买者” 而言， ５００ 元这个价格肯定较高。 即便

买者内心认同这条 ５００ 元的牛仔裤是物有所值， 但他也不愿意实际消费 ５００ 元来促使其购买行为发生。

他可能会给出 ４００ 元、 ３５０ 元等不同价格来进行商讨。 经过双方协调， 最终 ４５０ 元成交， 这个 ４５０ 元就

是意义协调的结果。 对于双方而言可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遗憾， 但这个结果却实现了一定程度的

协调。

意义协调既然是一个过程， 它就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皮尔斯认为， 道德准则是意义协调的最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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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７］（３７）ＣＭＭ 的支持者认为， 道德包括荣誉、 尊严、 伦理、 权利、 责任、 义务等内容。［３］（１２０－１２１） 从这

个角度来理解， 意义协调的过程不仅体现着对话双方的意愿， 而且还夹杂着社会对人们的某种期待，

这种期待蕴含着高贵、 出色等优秀品质， 摒弃憎恨、 低俗等负能量意义。 除了道德准则之外， 资源的

可获得性也是影响意义协调的重要元素。 在 ＣＭＭ 理论的支持者看来， “资源是人们用来使自己的世界

变得充满意义的故事、 形象、 象征和制度。” ［７］（２３）资源包括个人能力、 社会关系， 等等。

二、 ＣＭＭ 理论的实际运用

ＣＭＭ 理论提供了一种由理解和临时排序构成的多层级信息流向方式， 以此满足人际传播过程中的

多样化信息需求。［８］它可以用三种不同特征 ／ 轨迹进行描述： 第一种特征主要是涉及 ＣＭＭ 理论与其他传

统研究相结合重新考虑语言和规则；［９］ 第二种特征表现为保留了 ＣＭＭ 的解释性特征并将其应用于其他

上下文；［１０］第三种是从解释到实践理论的转变， 把 ＣＭＭ 作为实践者的指南。［１１］

随着 ＣＭＭ 理论研究的日渐深入， 它作为一种实用性理论的价值不断凸显， 它重在通过阐释交往过

程中的对话的意义帮助人们理解现实生活。［１２］ ＣＭＭ 理论的实用性， 并非一种实证的视角研究， 它注重

的是描述性、 阐释性， 换言之， ＣＭＭ 理论不是基于定量方法而形成的理论维度， 而是对日常生活中人

际传播现象进行解释而升华出的一种理论范式。 ＣＭＭ 所形构的理论范式不是万能的， “它是一系列的

概念和模型， 可以帮助父母与子女、 医生与病人、 教师与学生等不同人群在对话中增进相互理解的可

能。” ［１３］（７５）ＣＭＭ 理论在家庭治疗、 社区传播、 儿童肥胖、 社会纠纷等多个实践层面被运用。 本文选取三

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论述。

（一） 家庭治疗

格瑞芬在其著作 《初识传播理论》 （Ａ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ｏｍｍ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中举了一个 ＣＭＭ 的应用型

案例。 这个案例来源于英国伯明翰帕克维幽诊所 （ Ｐａｒｋｖｉｅｗ Ｃｌｉｎｉｃ） 的家庭治疗医生约翰·博纳木

（ Ｊｏｈｎ Ｂｕｒｎｈａｍ）。 博纳木讲述了一对夫妇在面对儿子是否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时， 他们的怀疑态度影响

了对待儿子的态度， 从而影响了儿子的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 父母和孩子就会陷入 “怪圈” （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ｌｏｏｐ） 的重复性行为陷阱。［２］（６８）

博纳木通过 ＣＭＭ 理论向家长解释了这个怪圈的存在。 如果一开始父母接受了儿子患有疾病的现

状， 他们以宽容、 耐心的态度来对待儿子， 病情则会逐渐改善到没有疾病的状态。 恰恰相反， 这对夫

妇存在一种怀疑的状态， 这种怀疑使他们对待儿子的态度并不宽容， 所以才会导致现实情况的恶化。

博纳木最后建议家长， 不要关注于儿子的病情， 而是要关注究竟想要与孩子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样才能改善家庭关系。 ＣＭＭ 理论运用于家庭治疗方面， 可以帮助那些被诊断出患有某种特定精神障

碍的家庭，［２］（６８）消除疾病标签化现象， 从而重新认识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不仅对孩子病情的改善，

而且对家庭关系和谐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二） 库比蒂诺社区项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一群以 ＣＭＭ 为基础的沟通学者和从业者组成了公共对话联盟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这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公众沟通质量的非营利组织。［１１］ １９９６ 年， 公共对话联盟接触了

加州库比蒂诺社区的市政管理人员， 要求引入富有成效的沟通方式以讨论该社区居民最关注以及最需

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种族多样性。 种族问题被当地居民私下描述为 “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桶” ［１４］ ， 但

在公开场合， 他们并不愿意提及， 害怕引燃这个爆炸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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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对话联盟的任务就是改变当地居民的沟通方式， 增进彼此理解。 该项目运用 “对话式沟通”，

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以他人愿意聆听的方式表达， 同时也以他人愿意聆听的方式诉说。 在市政府和某

个独立公民团体的协助下， 邀请社区居民共同参加 “多样性论坛”， 每位论坛成员要接受 １０ 小时训练，

其目的是让参与者开诚布公地对话。 训练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把论坛视为特殊事件， 让参与者

采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沟通； 二是所有积极参与者保持中立态度； 三是通过表达好奇心和提出问题

来帮助人们讲述故事； 四是通过重新组合不同的故事， 激励人们说出更好的故事； 五是提供 “及时”

（ ｉｎ－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 的辅助与干预。［２］（７８）

通过采用公共对话， 库比蒂诺的社区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的一项调查中， 关于城

市面临的一个开放问题， 只有 ２％的人提到种族或伦理多样性。 可见， 通过积极的对话方式， 可以有效

改善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 这也印证了皮尔斯所提出的 “沟通创造了社会世界的事件和对象” ［１１］ 。

（三） 儿童肥胖

ＣＭＭ 用于了解人们如何使用复杂、 多层次的规则系统， 以解释意义和指导行为。［１］（１８６） ＣＭＭ 在解释

人的行为及其意义方面具有很好的说服力， 尤其在解释人的健康行为方面。 布鲁斯等认为， ＣＭＭ 为儿

童肥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１０］他们运用定性方法开展了两项研究。 一是来源于北玛利亚纳群

岛 （ＣＮＭＩ） 公共卫生营养学家的民族志调查； 二是在北玛利亚纳群岛进行了四个小组实验， 参加者包

括四所公立和私立学校 ６ 至 １０ 岁儿童的母亲、 父亲和祖父母， 三位训练有素的主持人使用英语对参加

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 时间在 ６０—９０ 分钟之间。 该研究旨在获取个人如何理解与营养、 饮食习惯和儿

童肥胖有关的信息。

研究发现， 家庭成员关于营养协调的意义在不同的信息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特征。 其中， 三个主要类

型的信息最为重要： 一是社会文化信息 （基于历史、 文化和社会经验）； 二是家庭信息 （反映家庭特

征、 需求、 价值观、 态度和目标）； 三是营养信息 （包括来自不同官方来源的营养信息）。 这三个方面

信息并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彼此交杂共同构成了 “儿童喂养” 的叙事图谱。 通过 ＣＭＭ 框架， 我们可以

理解什么是构成可接受的饮食习惯。 在特定的规则方面， 儿童喂养的意义协调管理沿着六个层次 （内

容、 言语行为、 契约、 情节、 生活脚本和文化模式） 展开， 这个意义协调的层次管理隐匿在 “儿童肥

胖” 的过程中。

三、 ＣＭＭ 理论的研究现状

为了系统分析 ＣＭＭ 理论的研究现状，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 日， 笔者以 ＷＯＳ 集合 （含 ＳＣＩＥ、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 ＣＰＣＩ 库） 平台上的 ＳＳＣＩ 期刊数据库为对象， 以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为题名检

索到文献 ６ 篇， 以 “ＣＭＭ” 为题名检索到与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有关的学术论文 １ 篇。 鉴于 ＷＯＳ 集合中

的 ＳＳＣＩ 期刊数据库的新闻传播学科不够全面， 笔者又通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 ＥＢＳＣＯ） 数据库， 以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和 “ＣＭＭ” 为题名分别检索到相关文献 ８ 篇

和 １ 篇。 由于 ＷＯＳ 集合中的 ＳＳＣＩ 期刊数据库和 ＥＢＳＣＯ 数据库存在一定的交叉， 笔者通过进一步梳理，

发现有关 ＣＭＭ 理论的学术论文仅有 １２ 篇。 这些研究既有从语言、 结构、 方法等方面对 ＣＭＭ 理论进行

框架阐释与意义描述， 也有基于 ＣＭＭ 理论对跨文化群体歧视问题、 儿童肥胖、 家庭关系、 社区传播等

进行应用性考察。

但总体而言， 国外关于 ＣＭＭ 理论的学术研究存在两个明显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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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术关注度不高。 除了皮尔斯、 克罗嫩等几个主要贡献者以外， 其他学者对 ＣＭＭ 理论关注

程度并不高， 从学术论文的数量足可管窥其症结所在。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十几篇学术论文， 即

使有较高学术价值， 也难以在传播学领域创造流行趋势。

第二， 研究视角相对单一。 研究者大都采用描述、 阐释性的行文风格对 ＣＭＭ 理论进行分析， 关注

点也局限于对话的过程。 ＣＭＭ 作为一种映射着人际传播关系的理论范式， 它的理论范围是十分广泛的，

涉及哲学、 心理学、 语言学、 传播学、 医学、 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知识， 研究方法也需要融定量和定性

于一体， 以此更好地把握人际传播过程中的行为与心理， 乃至文化。

在国内， 关于 ＣＭＭ 的有关研究则更少， 笔者在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 以 “意义协调管理”

为主题检索到相关文章两篇，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有关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案例分析》 和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跨文化冲突研究》， 且这两篇文献都是在 ＣＭＭ 的学术框架下对跨文化现象

的解释性分析。 这两篇文献在理论运用与表述方面， 仅仅是提及 ＣＭＭ 这个概念， 并没有做出一个相对

清晰与完整的理论概述， 研究的理论性和深度性明显不足。 所以， 我国在 ＣＭＭ 的研究方面有很大发展

空间， 亟待研究者对该理论进行学术争鸣与探讨， 尤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探讨。

四、 ＣＭＭ 理论的发展趋向

ＣＭＭ 理论作为少数几个明确地以传播为基础的理论之一， 它既适用于自我传播， 也可应用于人际

传播、 群体传播等范畴。 ＣＭＭ 理论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一， 伦理反思研究。 虽然理论研究者提出了道德准则是影响和控制 ＣＭＭ 理论的重要因素， 但关

于 ＣＭＭ 发生过程中的关系伦理与关系道德反思值得理论研究者进行深入性、 全面性关注。

第二， 公共传播研究。 在 ＣＭＭ 的学术框架内， 意义是个人的内在经验。 戴维·布润德斯认为，

“语言是人共同享有的一种财富， 它具有共享性， 所以语言并不是我们私有的产物， 而是共享的象征性

意义的中介。” ［３］（１２７）所以 ＣＭＭ 理论不应局限于对人际传播的 “对话个体” 进行关注， 而是应该纳入公

共传播领域去度量和建构 ＣＭＭ 理论的新的学术框架。

第三， 语言传播研究。 虽然皮尔斯等 ＣＭＭ 理论研究者论述了对话的语言结构， 但是有关语言的哲

学、 心理、 行为等分析仍需进行纵深性探讨， 以此丰富人际传播研究的内容。

第四，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媒体技术， 它僭越了传统意义

上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功能， 实现了在同一时间向所有人传播信息的新跨越。［１５］ ＱＱ、 聊天室、 电子邮件

等基于互联网所形成的媒介化工具， 拓宽了人际交往的属性范畴， 成为最流行的社交形式。 尤其是微

信的广泛渗透改变了人际交往的存在结构。 在新的社交媒介语境下， 探讨 ＣＭＭ 是否适用于当代社会的

人际交往或将成为一项新的研究课题。

第五， 与其他传播理论的融合研究。 近年来，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日渐体现， 跨理论研究也将成为一

种新的趋势。 ＣＭＭ 研究可以与 “符号互动理论” “不确定性递减理论” “传播隐私管理理论” “叙事理

论” “戏剧理论” 等进行有效结合， 以此提升研究的学术宽度。

此外， ＣＭＭ 传播理论在健康传播、 家庭关系、 政治传播等多个方面的研究深度仍需进一步提升，

这样不仅可以扩大 ＣＭＭ 的研究对象， 而且可以丰富学术研究成果， 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增添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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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Ｗ􀆰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Ｐｅａｒｃｅ ＆Ｋｉｍｂｅｒｌｙ Ａ􀆰 Ｐｅａｒｃｅ􀆰 （２０００） 􀆰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０ （１）： ４０５－４２３􀆰

［１２］ Ｖｅｒｎｏｎ Ｃｒｏｎｅｎ􀆰 （２００１）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 １１ （１）： １４－３５􀆰

［１３］ Ｇｒｉｆｆｉｎ， Ｅ􀆰 （２０００） 􀆰 Ａ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４ｔｈｅｄ􀆰 ） 􀆰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４］ Ｋｒｅｙ， Ｄ􀆰 （１９９９） 􀆰 Ｃｕｐｅｒｔｉｎｏ ａｓｋｓ， “Ｃａｎ ｗｅ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ｉｔｙ， ７５ （４）： ４－８􀆰

［ １５ ］ Ｂｏｗｅｒ， Ｂ􀆰 “ 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 － Ｌｉｎｅ􀆰 ”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２， １９９８， ｆｒｏｍ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ｉｇｈｂｅａｍ􀆰 ｃｏｍ ／ ｄｏｃ ／ １Ｇ１ －

２１１５６９９２􀆰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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